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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人 （Ｈｏｍｏ ｓａｐｉｅｎｓ）具有五个相互关联但不可化约的本体性特征：正反馈性、回路性、特殊性、末

梢重以及小群体动物本质。这些特征共同构成笔者所称的 “智人性”（ｓａｐｉｅｎｓｉｔｙ）。通过回顾这一概念在笔者近
半个世纪学术探索中的形成与发展，并将其置于地球形成以来更为宏观的结构机制关系演化轨迹之中加以定

位，进而强调，智人性应当成为哲学与社会科学新的本体论基础。在加速时代的背景下，智人性内在的结构性

张力被前所未有地放大，从而提升了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针对这一局面，笔者提出一种以抑制社会

权力过度集中为核心的乌托邦式构想，并主张，在承认智人性不可改变的前提下，这或许是人类避免被自身的

“创造”能力所裹挟、并最终难以自拔的唯一具有逻辑一致性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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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提出，人类 （Ｈｏｍｏ ｓａｐｉｅｎｓ）具有五个相互关联却无法彼此化约的本体性特征，即：正反馈性、回
路性 （ｌｏｏｐｉｎｇ）、特殊性 （ａｄｈｏｃｎｅｓｓ）、末梢重 （ｔａｉｌｈｅａｖｉｎｅｓｓ），以及小群体动物本质。笔者把人类的这些难
以改变的———犹如老虎难以以素食为生———本体性特征统称为智人性 （ｓａｐｉｅｎｓｉｔｙ）。人类的小群体动物本质
和定居后对复杂大社会的 “需求”之间产生了各种张力，而其中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社会组织的体量越来越

大、组织内部个体之间和组织之间的权力 ／资源 （在下文中，“权力 ／资源”统一缩写为 “权力”）分布高度

不均匀，以及社会组织的结构和功能始终处于难以克服的紧张状态。笔者强调，智人性给人类带来的优势和

负面性都会随着社会权力不均匀分布的加剧而加大。

“智人性”虽是笔者近年来提出的概念，但其思想源头却始于在复旦读本科时的一些早期思考。此后对

相关问题的思考在漫长岁月中不断延展，经过四五十年的反复，才逐步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轮廓。在笔者个

人看来，“智人性”是学术生涯中提出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为使读者理解这一概念的思想渊源及其理论

内涵，本文将阐述笔者关于 “智人性”的五个构成要素以及其在社会权力高度不均的结构条件下所产生的双

向放大效应等思考是如何在笔者人生的不同阶段逐渐进入视野、并不断深化的。

文章的最后部分指出，古今中外关于可持续 “好社会”之可能性的哲学思考、宗教理想与政治实践，其

最大误区往往在于它们对人性的理解过于单维、过于天真，同时严重低估了社会权力分布不均对 “智人性”

所产生后果的放大作用。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探讨在 “智人性”条件之下，一个可行的乌托邦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ｕｔｏｐｉａ）应具备哪些基本要素。至于在 “智人性”本体论视角下社会科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将留待今后的工

作中加以展开，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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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智人性

为了能让读者更好地了解智人性概念产生的曲折过程和意义，本文首先简要介绍智人性概念的五个面向。

通过这些介绍，笔者希望读者能觉察出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机会和难题其实都与智人性的五个面向紧

密相关，进而领悟到为什么任何关于社会伦理的总体性思考都必须从智人性出发。

（一）正反馈性

在长达 ４０亿年的生物演化过程中，支配地球上各种生物行为的主要机制，是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

一并不具有正反馈性质的达尔文机制。然而，自智人出现之后，情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各种以目标为导

向、旨在获取更大权力、更高效率、更丰厚回报、更强大武器等的机制———即缺乏自稳定性的、近乎拉马克

式的正反馈机制不断涌现———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并以不断加速的方式，对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及其结构形

态施加越来越深刻的影响。这种加速特征在工业革命之后被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在人工智能时代更呈现

出进一步强化的趋势。需要指出的是，在智人正反馈特性占据主导的条件下，人类行为所不断生产出来的、

难以计数的各种回路效应、特殊性与末梢性机制，也往往具有明显的正反馈性质。

（二）回路效应 （ｌｏｏｐｉｎｇ）
“回路效应”（ｌｏｏｐ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一词，最早由 Ｉａｎ Ｈａｃｋｉｎｇ提出，用以描述这样一种现象：当人类对人类社

会的各种现象进行分类、命名与界定时，这些分类并非被动反映现实，而会反过来影响被分类对象的行为与

自我理解，从而改变分类本身。① 换言之，分类塑造行为，行为又改变观念，这便构成所谓的 “回路”。在

Ｈａｃｋｉｎｇ那里，“回路效应”主要指分类的回路效应。本文则认为，这一效应并不限于人类的分类行为。凡是
进入社会行动并被人们相信的观念与想象，都会产生回路性力量。

自从人类拥有语言与思考能力以来，其为自身存在与行动赋予意义的能力便不断膨胀。这种不断膨胀的

能力，催生了各种回路性机制的涌现：无论人类所制造的某种观念或想象是否靠谱，只要有人相信并据此行

动，它所产生的机制性力量便会在现实中导致极其真实的结构性后果。需要强调的是，就本文所讨论的议题

而言，人类所生产出来的各种想象是否靠谱并不重要。自世界宗教与哲学产生以来，人类所创造的宏大想象

往往难以摆脱自大，尤其是男性的狂妄与自大。真正重要的是，回路效应具有双向放大的正反馈性质：它既

赋予人类越来越强大的征服与改造自然的能力与信心，也同步加剧了自大、狂妄、歧视、迷信、盲从、误导、

欺骗、自我预期实现，以及 “聪明反被聪明误”等现象所伴随的负面后果的严重性。

（三）特殊性 （ａｄｈｏｃｎｅｓｓ）
智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另一重要特性，是个体化特殊机制 （ａｄ ｈｏ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的大量涌现，并且在个

人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事实上，特殊机制在智人出现之前就已大量涌现。例如，在两个

蝴蝶物种 Ａ与 Ｂ之间，唯一重要的表型差异可能仅在于物种 Ａ的口器比物种 Ｂ略长 （结构的不同），从而使

物种 Ａ能够采到物种 Ｂ无法采到的花蜜 （机制的不同）。然而，即便是如此高度特殊的机制，它在物种 Ａ内
部却具有高度普遍性———该物种的每一个正常个体都拥有大致相同长度的口器，也都能采到物种 Ｂ无法采到
的花蜜。昆虫绝对不会干以下这种人类极擅长的事情：趁你的口器正插在花中采蜜之时，我拿出剪子把你的

口器剪断！笔者所要强调的是，在生物世界中，特殊机制通常是物种层面的整体适应，而不是个体之间高度

差异化的策略分化。相比之下，人类社会中的特殊机制，则往往表现为个体或组织在特定情境中不断生成的

差异化应对策略。同样面对一种环境挑战，不同个体可能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路径：有人通过制度创新加以

解决，有人通过规避寻求优势，有人诉诸象征建构，有人依赖暴力或欺骗。特殊机制不再是物种的普遍属性，

而成为个体与组织之间高度分化的策略性产物。正因为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与组织都能够在不同情境下

持续生成大量特殊机制，人类社会便呈现出另一种涌现性的结构—机制关系：末梢重。

（四）末梢重

末梢重在本文有两层含义。它首先指的是人类每个个体和组织每时每刻都在生产着难以计数的特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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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这些特殊机制以及其促生的更为特殊的结构和机制都主要集中在地球上结构机制互生关系发展的最后一

刻，或者说当下 （末梢）。比如就在笔者写这篇文章的同时，难以计数的政客、艺术家、科学家乃至网民等

都出自各种目的并在进行着各种末梢性的活动，创造出难以计数的末梢性因果关系；在整个世界范围，每个

家庭成员之间、同事之间、同学之间、上下级之间，乃至每个人也都正在进行着各种末梢性的互动，创造出

难以计数的末梢性因果关系。需要指出，虽然大量的末梢性活动瞬时即逝，不会产生任何后果，但有些末梢

性活动，特别是那些掌握着各种权力和资源的行动者的末梢性行为，却能产生巨大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

后果，构成了末梢重现象。但是，末梢重在本文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在今天的中国经常能看到的一类现象：

末梢性机制主宰了社会中个体和组织的行为方式、由此促发了形式替代实质、结构失去功能、个人目标替代

组织目标现象的频频发生。如果人类有一天毁灭了自己，其最直接的原因肯定只会是某些具有特殊权势和资

源的人士或者集团的某种末梢性行动。正可谓风起于青萍之末。

以上四个智人的性质又赋予智人一个衍生特征，即当下性。无论作为个体还是组织，智人都需要在具有

强烈正反馈性质的军事、经济和技术竞争中争取优势，需要论证自身的思想与行动的正确性，并依据当下的

情境采取各种即时性的、往往旨在取得主导地位的末梢性行为。因此，尽管智人具有历史感与未来感，尽管

其创造出宗教、哲学、长时段历史观等种种试图约束短期冲动的观念体系，“当下”始终是其最核心的关注

点。这也正是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判断得以成立的深层原因。① 当下性赋予智人以强烈的现实感和

行动能力，但同时也使其对历史习惯性地采取一种高度实用主义，甚至机会主义的态度：历史被不断按照当

下的需要加以选择性记忆、重释与重构。其结果是人类历史记忆在结构上始终处于被改写和被工具化的状态，

这构成了人类集体记忆的一种深层困境，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持续性的灾难。

（五）高度不平等的、结构与功能处于高度紧张的组织结构和权力分布

人类与社会性昆虫截然不同。绝大多数蚂蚁物种属于结构与功能高度吻合的大群体社会动物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ａｎｉｍａｌｓ），而与人相近的黑猩猩、倭黑猩猩、狒狒、长臂猿等灵长类动物则基本都是小规模群居的社会性动物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ｉｍａｌｓ）。就动物本性来说，智人也是小群体群居动物，而非大群体社会动物。这一特性使得智人在
流域农业形成前长期无法确立具有可持续性的大型社会。然而，一旦流域农业形成和固化，智人便不得不迈

入定居生活，而由此产生的保卫土地和农业劳动成果免遭他人掠夺，以及协调定居点内部各种矛盾的功能性

需求遂成为 “国家”这类政治组织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因。智人对于 “国家”的功能性需求，以及国家在发

展过程中不断获得的各种资源就成了国家的强制性力量的来源；而国家行动者利用其所掌握的强制性力量来

塑造超脱了原初功能需求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则成为社会权力不均匀分布程度不断提高的来源。

这就产生了与本文的议题直接相关的一个推论：推动某项行动的社会行动者掌握的权力越大，该行动所

能产生的后果也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权力和资源在一个社会中的分布越不均匀，智人的其他四个特

征 （即正反馈性、回路性、特殊性、末梢重）所能产生的后果也就会越大。而一旦社会行动者手中的权力失

去了正面功能，行动者掌握的权力越大，其可能造成的负面乃至灾难性的后果也越大。

二、智人性概念各个部分的缘起

在总结了智人性的五个面向之后，本文重点介绍这五个面向是如何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进入笔者视野的。

（一）早期生物学经历

笔者对智人性最初的思考，源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在复旦的一门动物学课程。在课堂上，笔者学习了被
视为 “正确”的达尔文生物演化理论，其简要表述就是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以及其在现代遗传学的机

制性表述——— “基因随机变异，环境给予某些变异以演化意义”。授课老师还介绍了被视为 “错误”的拉马

克生物演化理论，其可以扼要总结为 “用进废退，获得性状遗传”。那段时间，笔者还接触了控制论思想，

了解到以下两类因果关系的存在：一类是能进行自我调节、具有自稳定性的负反馈机制；另一类是因果力量

不断相互强化最终走向失控甚至崩溃、不具有自稳定性的正反馈机制。由此，笔者产生了如下想法：虽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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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演化所遵循的是不带正反馈的达尔文演化机制，人类社会的发展却具有正反馈性。原因在于人类社会具有

以下的性质：如果某种武器在战场上更有效，参战的各方就会竞相学习，导致杀伤性武器不断升级；如果某

种技术能带来更大的生产效益，有关方就会学习，导致技术不断优化；如果某种社会上升的方式被大家认为

更有效，该手段就会扩散而在社会上变得普遍。由此可见，拉马克的演化理论并非毫无道理，他的错误在于

把人类社会的发展逻辑简单类比于非人类的生物演化。

这一理解在当时对笔者产生了深刻的思想冲击。因为意识到正反馈机制不具有稳定性，或者说，由正反

馈机制主导的系统往往难以维持长期稳态，甚至可能最终走向崩溃，笔者开始对任何将经济发展、技术发展

和武器改进等同于人类社会进步的理论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在这一理解下，进一步形成了如下的观点：更

有效的生产和组织能力是人类在军事竞争和经济冲突 ／竞争中取得优势的关键条件，而为了生存与竞争，失败
一方不得不向胜者学习。于是，在这一永不停歇的过程中，人类社会启动了一系列无法长期获得稳态的正反

馈机制。正因如此，人类社会自石器时代以来一直在加速，这一加速态势自文明形成后进一步增强，工业资

本主义兴起后其增长速度开始呈指数级提升，而在近几十年，这种由正反馈所推动的加速态势则发展到了前

所未有的程度。

对于智人的正反馈秉性的理解，在笔者的社会学分析中以多种方式反复呈现，其中最为核心的体现是社

会变迁理论和对于工业资本主义何以在西方兴起的分析①，以及笔者所坚持的 “道家循环”史观②。西方世界

流行的各种 “加速理论”，大多关注的是工业资本主义兴起后人类社会日益危险的加速发展态势。③ 这些理论

往往强调加速性是现代社会的本质，而在笔者看来，这些理论都是非常特殊 （ａｄｈｏｃ）性的理论，因为加速
性并非仅仅源于现代性本身，而是更深层地来源于智人的正反馈特性，只不过工业资本主义把这一特性推向

了极致。换言之，现代社会的加速并不是一种全新的历史逻辑，而是智人固有的特性在特定制度与技术条件

下的集中放大。可以说，正是那门动物学课使笔者第一次意识到人类社会所具有的正反馈特征，并由此启动

了笔者对智人本性的思考。

（二）从昆虫生态学到社会学

１９９０年获得了昆虫学博士学位后，笔者改学社会学。此后一段时间，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你原来研究

的是六条腿的昆虫，现在研究的是两条腿的人。这两类动物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起初笔者并未认真对待此

类问题，但在经常遭到询问后，不由得开始思考，思考的结果逐渐凝结成以下两个基本观点：第一，智人本

质上是小群体动物，而非大群体社会动物；第二，智人是观念动物。

笔者最初试图将智人与蚂蚁进行比较，但很快发现这一类比本身存在问题：蚁科 （Ｆｏｒｍｉｃｉｄａｅ）昆虫总共
有一万多个物种，而几乎每一个物种都是群体规模巨大、群体内部的结构和功能高度契合的大社会昆虫。相

比之下，除智人之外，其他人科成员 （如黑猩猩、大猩猩、倭黑猩猩等现存物种，以及直立人、尼安德特人、

丹尼索瓦人等已灭绝人种）通常都以规模有限的小群体为基本生活单位：其稳定互动与日常协作生存多局限

于数个到数十个之间。即便是智人，在其长达近三十万年的演化历程中———更准确地说，在约一万年前新石

器文化形成之前———其能够长时间维持的可持续共居群体的规模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ｇｒｏｕｐ ｓｉｚｅ）通常也很难超过百
人；稍大规模的聚集多为短期或季节性的，而非持续性的。显然，就生物学本性而言，智人仍是小群体动物，

不是大社会动物④，这一点与其他人科物种并没有本质性差异。

然而，人类社会在 “国家”这一政治形态出现后 （大约在 ５５００年前），群体规模开始发生了一种不可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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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扩展。智人由此陷入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 “陷阱”：一方面，“人多力量大”确实能够完成小群体无法完成

的大规模事务；但另一方面，要将本质上只注重小群体认同和利益的智人组织起来为某种 “公共物”持续奋

斗，或者说，为了抑制群体变大后不可避免出现的搭便车现象，强制和意识形态灌输便往往成为不可或缺的

手段。① 问题在于，一旦统治者获得了结构性的强制能力和意识形态塑造能力，其自身所具有的小群体生物本

性便很有可能驱使其将这些能力用于进一步扩张强制力、强化灌输能力，并服务于特定个人或小群体的权力

和利益，而不再仅仅局限于公共物品的提供。由此，权力的功能性基础便容易发生偏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孔子将 “正名”———即权力与其所声称的功能之间的一致性———置于国家政治合法性的核心位置。然而，孔

子同时也深知正名之难，否则他便不会发出 “苛政猛于虎”的感叹。

人类的小群体动物本性和大规模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亦即社会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巨大张力，在蚂

蚁社会完全不存在。这巨大的张力，不仅以近乎指数级的方式提高了人类组建和维系大型社会的成本，也从

根本上极大地限制了在大型社会条件下形成长期稳定的良治方案的可能性。正因如此，笔者在分析当代政治

现象的时候，倾向于采取更为价值中立的合法性视角，而非带有明显价值倾向的民主 ／专制两分法框架。②

也是因为以上原因，笔者不能赞同 Ｅ Ｏ 威尔逊及诸多演化生物学家将人类高度社会化的现实归因于生
物演化结果的观点。③ 笔者认为，若没有定居农业和国家这两个 “生态笼”和 “政治笼”的形成与强化④，人

类至今仍处在小群体社会动物的状态。

在排除了将蚂蚁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类比对象后，笔者不得不转向将智人与其近亲———其他人科动

物———进行比较。如此一来，问题反而变得清晰。比如，智人与黑猩猩在许多行为方式上高度相似：智人是

政治性动物，也是地域性动物，黑猩猩亦然；智人能使用和制造工具，黑猩猩在这方面能力相对较弱，但并

非不能。黑猩猩和智人的根本区别只在于黑猩猩不会论证自身生命的意义和行为的正确性，而智人却会。正

是在这一点上，智人区别于其他人科动物：与后者相比，智人还是一种 “观念动物”。

正是基于对于智人在此方面性质的理解，笔者在 ２０１５年写下 《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从与自然科学的区

别讲起》一文。⑤ 文章发表后不久，便接触到加拿大哲学家哈金 （Ｉａｎ Ｈａｃｋｉｎｇ）提出的 “回路型人类”

（ｌｏｏｐｉｎｇ ｋｉｎｄ）这一论点。⑥ 他的核心思想是：我们对于自然现象的分类 （如水、铁、土、木等）通常不会影

响被分类对象本身，然而，对社会现象以及人的分类却会改变人们的行为、认知与体验，而这些改变又会进

一步反馈到分类之中，从而在分类与被分类者之间形成一种持续运作、具有自我强化性质的回路。哈金的一

个关注点是现代社会中人类的各种心理和体征 “疾病”的分类，如多重人格障碍、自闭症、肥胖病等。他指

出，当某一诊断范畴进入医学体系与公共话语之后，患者、医生乃至社会公众都会在这一分类框架的影响下

重新理解相关行为与症状；而这种理解的变化，又会塑造症状的呈现方式及对其的理解。以多重人格障碍为

例，这一概念进入临床诊断体系后，患者的平均 “人格数量”在一段时间呈递增之势，其原因就在于患者和

医生都受到了分类的影响，从而改变了症状表现和对症状的理解。应该说，哈金提出的问题，在笔者 ２０１５年
的文章中也已有所阐述。不过，两者关注重点不一样。哈金主要关注社会分类回路效应的产生过程，以及科

学知识在具体的实验室实践、技术装置、统计操作、专家判断和日常行政流程中的回路效应生成，而笔者的

文章的关注面则是 “智人是观念动物”这一事实会给社会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本身带来哪些难点和误区。但

是，就对智人性的刻画来说，哈金的 “智人是回路性动物”这个提法要比笔者的 “智人是观念动物”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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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人性与加速问题：迈向哲学与社会科学的新本体框架

要好。笔者 “智人是观念动物”的提法抓住了人与动物的关键差异，强调了意义、理解、意识形态和文化的

重要性，但是并没有进一步强调观念反过来对社会的改变，因此更属于一种静态的属性判断。而哈金的 “智

人是回路性动物”的提法却能把我们引向如下思考：为什么同一个观念在不同时期会产生不同后果？为什么

社会科学理论会 “失效”？为什么国家政策一经公布就会产生预见中的和难以预见的行为和思维方式的变化？

因此，哈金的提法不仅是一种属性判断，更是一个动态机制陈述。它暗含了如下的原理：一个社会的回路程

度越强①，命名、干预、管理和治理所带来的正反馈效应就越大，社会事物朝着一个倾向发展的加速度也就越

快。它因此揭示了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现实。

总结来说，大约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笔者形成了 “智人的本质是小群体动物”和 “智人是观念动物”

的理解。２０１５年之后，笔者逐渐用 “智人是回路性动物”这一观点取代了 “智人是观念动物”这一观点。由

此，可总结出智人性五个性质中的三个———正反馈性、回路性和小群体性。然而，坦率地说，如果没有近年

回国工作的这段经历，笔者不可能获得对于智人的另外两个本体性特性———特殊性和末梢重———的理解，以

及与之相伴的一系列洞见。

（三）特殊性和末梢重概念的提出

在决定全职回国之前，笔者已经形成了如下的观点：结构—机制分析是社会学的核心视角。② 同时，笔

者也已意识到，社会现象中的结构和机制之间存在如下的互生关系 （见图 １）：

……→结构衍生机制→机制衍生结构→结构衍生机制→机制衍生结构→……

图 １　 结构机制互生发展模型

在图 １所示的模型中，结构为某种机制性动力学的产生提供原因，而机制所产生的动力学又塑造新的结
构，由此构成一个互生链条。但在回国之前，笔者并未细究这模型的起点和终点何在，暂且只能以省略号加

以表示。笔者对模型两头省略号代表内容的清晰认识，源自回国后所经历的两个方面的紧张 （ｔｅｎｓｉｏｎ）。
第一个紧张来自全职回国后的一些体会。简而言之，笔者回国是想培养出一批能带着中国的问题意识和

视角来做研究，并且能把自己的学术成果打入世界主流学术圈的优秀学者，但也在大环境和小环境等方面受

到了一些挑战。

就小环境而言，笔者回国后所见到的种种怪象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各种特殊机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

了绝对主导的地位。以下举三个例子，分别涉及人际关系、生存条件和社会生态三个层面。

在 Ｚ大学，笔者遭遇了一种在人际互动层面极为陌生的形态———那是笔者此前在北美生活三十余载从未
领教过的。若将这种微妙的碰撞还原为不同的对话或者人际互动，其中某一类对话可以被浓缩成如下这个

“理想型”：

某人：你刚回国那会儿没听我的建议，现在总算听进去了，所以这事儿搞得不错。

我：可你似乎从未给过我那样的建议。

某人 （沉吟）：嗯……这话得看怎么说。

我：……

这类互动通常发生在会议前后或其他场合的闲聊之中，周围往往还有若干人在场。话头的具体内容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不同的话头往往具有两个共同特征：第一，包含一个基本不符合事实的陈述；第二，对于

听者而言，这种话头往往带有话里有话的意味，暗含敲打他人、贬低对方以抬高自己。

从结构—机制关系角度来看，这一对话包含如下几个关键点：（１）某人的话使笔者这个当事人感到不
适，这是一种高度特殊化的因果关系；而在场的其他人却往往难以察觉这一点。（２）对于在场者而言，这一
话头也产生了特殊的因果力量：其中有人会被这对话吸引，而这正是某人所期待达到的效果。（３）某人的话
头和其后面回应的组合极为精妙：如果笔者不回应这一话头，便等于在众人面前承认了某人在这件 “搞得不

１２１

①

②

一般来说，一个社会的权力分布越不均匀、思维方式越教条，该社会的回路效应程度也就越高。

赵鼎新：《什么是社会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２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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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的事情中的关键作用，而事实并非如此；但如果笔者做了某种否定的回答，比如 “你好像从来就没有给

过我这个建议”或者 “好像并不是这么回事”，结局只有更惨。此时周围的注意力已经被吸引过来，而这一

句 “这话看怎么说”将笔者置于两难境地：不回应就等于在认可了某人的话头的同时也显示了笔者不懂感

恩，而较真则只会显得笔者锱铢必较。（４）因为话头内容不但不符合事实且带有居高临下的意味，它能够有
效激发人的恼怒，影响理性思考，因此笔者容易按照某人 “预设”的对话轨道做出回应，从而为其讲出那经

典的一句 “这话看怎么说”制造机会。如果此类互动产生的因果力量仅仅停留在以上方面，问题其实不大，

笔者无非是受点窝囊气而已。问题是，类似的互动还以不同形式的 “敲打”发生在其他教师的身上，制造了

各种心理负担和负面情绪，并在一定的宏观结构环境下成为虚假信息的素材，进而在更宏观的层面释放出具

有更大破坏力的结构—机制力量。

特殊机制的主导同样侵蚀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在国内，房屋装修累，开车累，许多事情因为 “套路”太

多让人身心俱疲。以开车为例，其之所以格外令人疲惫，根源在于大量个体为了自身便利不按规则驾驶或停

车，导致驾驶者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即使是在自己小区门口也不例外。比如，某个小区门口按规定不能

停车，但却未安装可用于执法取证的摄像头。这样的结构条件下，笔者观察到至少出现了如下几种特殊 （ａｄ
ｈｏｃ）的应对方式：完全按规矩、不在小区门口停车；没紧要事情时不在小区门口停车；临时停车但司机不离
车；选择不易堵塞大门的位置停车；在可能堵门的位置停车；停车后司机直接离去，等等。这些高度专门化

的应对机制，反过来又生成了影响更为局部且多样化的结构状态———例如小区门口经常出现形形色色的车辆

拥挤与堵塞。这些结构进一步促成更多、更具特殊性的因果关系：车祸、车辆刮擦、争吵，以及事故发生后

的多样化处置方式———协商、争执、打架、耍无赖、报警等。在这种不断衍生的特殊机制链条中，人的精力

被持续消耗。日复一日，如何能不感到疲惫？

从因果逻辑角度来说，以上所描述的那些多到难以计数的特殊性因果关系，并不存在于物理世界，也不

存在于生物世界，而仅存在于人类的社会活动之中。更具体地说，这些高度特殊化的、数量极其庞大的因果

关系，都产生于地球发展历程中的末端时刻，处于结构—机制互生链条的末梢 （即图 １最右边省略号所指之
处），但却在现实社会中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并且行动者手中掌握的权力 ／资源越大，该行动者的末梢性行为
所产生的社会后果也就越大，试想美国总统的各种末梢性行为所能产生的因果性力量，因此笔者把这一现象

称为 “末梢重”。特殊性和末梢重，亦构成智人的两个本体性特征。总之，智人时代不仅是一个正反馈机制

和回路性机制占据主宰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各种末梢性机制大爆发时代。

由于当下所出现的各种末梢性的特殊因果关系都形成于地球发展历程中的最后瞬间，因此笔者想到这个

理论可能还揭示了结构—机制关系存在一种 “历史”性发展。促使了进一步的思考：如果结构—机制关系发

展终结在各种末梢性特殊机制的大量涌现，那么它的起始又在哪儿？

这就牵扯到了笔者的第二个紧张之处，即对自己以往所提出的理论的不满。比如，在 《解释的层次与诠

释圈》一文中，笔者将人类在面对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所形成的解释模式分成七个类型。其中，与本文最为

相关的，是针对物理现象所形成的法则解释、针对生物现象形成的覆盖法则解释、以及针对社会现象所形成

的结构—机制解释。① 然而，方法论层面上，笔者对这一答案仍不满意，因为它指出的，只是当前在不同学科

占据主导地位的解释范畴，或者说某种既成现实。但以 “现实”作为论证依据，往往容易使我们将特定条件

下形成的状态当作普遍性规律，把存在视为合理且必然。

在这一紧张的驱动下，笔者不仅开始思考：为什么社会科学分析的主导范式只能是结构—机制解释？同

时也进一步追问：笔者的结构—机制关系发展模型，其带有时间性的起始点究竟在何处？就这样一路追问，

笔者将思考推至地球形成的那一刻，并据此提出了一个关于地球形成之后结构—机制关系演化的完整理论

模型。②

２２１

①

②

赵鼎新：《解释的层次与诠释圈》，《人类学研究》２０２２年 ７月，总第 １５—１６辑。
赵鼎新：《结构机制解释和宇宙大爆炸后结构机制关系的发展》，《社会科学》２０２４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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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结构机制关系在地球形成后的发展模型

（四）地球形成后结构机制关系变化理论

图 ２从结构—机制关系的角度揭示了地球形成之后物质演化的基本规律。这一模型对于理解智人性的来
源，以及把握其所带来的各种困境为何难以缓解，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限于本文的主题，以下仅介绍该模

型中若干与智人性密切相关的要点。

第一，地球自形成后经历了大约 ５亿年的 “无机物时期”。在这一阶段，各种物理和无机化学机制为地球

上结构—机制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基本动力学。

第二，从最早原始生物的出现到智人的诞生，地球经历了长达约 ４０亿年的 “自我复制性生命体”阶段。

在这一漫长历程中，自带 “智力”的负反馈机制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不断涌现。之所以称之为负
反馈，是因为此类机制能根据环境的信息反馈进行具有自稳定性的调节 （如跑步出汗降温、寒冷时发抖升

温）。在此阶段，尽管物理与无机化学机制仍发挥着基础性的关键作用，但带有 “智力”的负反馈机制不但

以指数增长方式涌现，而且在地球结构—机制互生关系的演进过程中起到越来越关键的作用。负反馈机制在

生物世界中处于绝对主宰的事实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生命体要维持存活，就必须在多变的环境中达

到某种自稳定，而大量的负反馈机制起到的就是这个作用。

“自我复制性生命体”的世界并非不存在正反馈机制，但这些正反馈机制通常都会受到作用方向相反的

机制所制衡。比如，马尔萨斯机制指出，任何一个物种的繁殖数量在一定条件下都会随着其总体规模呈指数

增长；种群规模越大，其潜在繁殖总量也就越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正反馈机制。然而，如前文所

述，这种正反馈机制在自然界中必然会受到食物短缺、种内与种间竞争、捕食以及疾病等因素的制约。这些

因素对种群密度形成反向调节，从而使某一物种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维持某种相对稳定的总体规模。

第三，某一机制在地球形成之后出现的时间越晚，环境对该机制运作的影响就越大，该机制的特殊性

（ａｄｈｏｃｎｅｓｓ）也就越强。牛顿第二定律在地球形成早期即已成立，因此，在物体远大于基本粒子、运动速度
远低于光速的条件下，它具有广泛的普遍适用性。相比之下，价格规律 （ｐｒｉ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则是在有了商品
交换后才出现的机制。因此，它只有在运输成本可以忽略、信息充分畅通、行为者具有完全理性且不存在其

他显著交易成本的条件下，才能以其 “纯粹”形式成立。显然，相较于牛顿第二定律，价格规律是一个特殊

性程度更高、对环境条件依赖更强的机制。

第四，在模型中出现时间越早的机制，其作用往往越具有普遍性；同时，其所生成的结构也会更具广泛

性与持续性。只要存在商品交换，价格机制就会起作用。相比之下，假如某大学制定出 “每 ５年发表 １０篇一
作或者通讯作者的 ＳＳＣＩ文章才能获得长聘教授资格”这么一个高度特殊的机制性规定，此规定只会对该大学
要申请长聘的青年教授产生影响。显然，与价格规律相比，后者是一个更为特殊的机制。

第五，在 “自我复制性生命体”阶段，生物世界已经出现了大量高度特殊化的结构和机制。比如，昆虫

世界的物种多达一百多万，其中不少物种在表型和行为上的差别极为细微，有的甚至仅体现在汲取花粉的口

器长短不同。然而，在这一阶段，尽管造成不同物种之间差异的机制可以高度特殊，但在同一物种内部，个

体之间的结构与相应机制的差异却相对有限。比如，某一昆虫物种一旦演化出某种能汲取某类植物的花粉的

特定口器结构 （这是一个高度特殊的结构）及其相应的汲取花粉的机制，那么该昆虫物种内部的每个个体的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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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器与汲取花粉机制就会保持高度一致。因此，在此阶段出现的哪怕是最为特殊的结构和机制，对某一具体

物种而言，仍具有普遍性。

第六，近年来，相关研究发现，进化过程并非仅仅依赖随机突变的事后筛选 （即达尔文机制），而还可

以通过发育可塑性与表观遗传机制，使某些遗传与表型变异更容易被激活、显现并维持，并在特定条件下获

得跨代延续的可能性。① 这并不意味着基因能够主动适应环境，而是表明，在 “自我复制性生命体”阶段，

生物世界已经开始涌现某些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达尔文机制限制的正反馈机制。通过环境—表型—遗传之间的

互动，适应性结果得以在长期乃至代际尺度上呈现出某种方向性偏向。从这一意义上说，拉马克的生物演化

理论虽然在具体机制层面 （如获得性状的直接遗传）已被现代遗传学所否定，但其关于环境经验可能影响演

化结果的宏观直觉，并非全然错误。②

第七，地球上结构和机制关系的发展形态，在人类出现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背后最关键的原因在于，

人类是讲求策略、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组织，并且能论证自己生命意义和行为正当性的动物。这些特性使得人

类个体即使处于完全相同的结构条件下，仍能采取不同的机制性对策。人类获得以上三个方面的能力的时间，

至少已有数万年，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然而，在以狩猎采集为主的小规模社会中，这些能力虽已存在，其

所嵌入的结构规模与制度复杂性仍然有限，因此所能释放的机制性力量也相对受限。直到公元前 ４０００—前
３０００年左右，人类迈入城邦与早期国家、大规模组织形态与制度化结构开始形成后，这三方面的能力才得到
了越来越快的发展。至此，与地球上结构—机制关系发展相关的智人性特征，即正反馈性、回路性、特殊性、

末梢重，全面粉墨登场。地球上的结构—机制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此阶段，人类这一 “结构”所追求的不再仅仅是存活，还包括权力、成功与意义。也正是此时，那些

能够取得和巩固当下优势的正反馈机制和回路性机制开始不断涌现，并在结构—机制关系发展过程中变得愈

发重要。也可以说，地球上的结构—机制互生关系进入了一个 “积累 ／报复”阶段。“积累”指的是各种能取得
和巩固当下优势的结构和相应的机制，包括组织形式、策略和技术手段、生产方式以及意识形态，不断生成并发

展；“报复”则指的是这些 “积累”在长期过程中给人类整体生存条件所带来的各种带有重大负面影响的非企及

后果，包括战争、压迫、奴役、歧视、人口爆炸、流行病、整体灭绝性杀伤性武器的产生、环境污染等。

该阶段产生的机制，越来越多地呈现为正反馈机制与回路性机制，同时也包括人类活动所制造出来的具

有高度特殊化的因果关系。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一阶段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各种高度特殊的末梢性机制的大

爆发时代。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并不会将此类因果关系理解为 “机制”，因为科学研究所关心的机制，大多

是具有高度普适性、或在不同情境中都能发挥作用的一类因果关系。然而，虽然这些特殊因果关系不具普遍

性，它们依然可以被清楚地分析和描述为因果机制。只不过，与牛顿定理这类更具普遍性的机制相比，这些

因果关系能否获得充分而稳定的表达，更有赖于高度特殊的环境条件。比如，某些环境中较为常见的学术抄

袭行为及其所形成的一整套有利于抄袭者的因果逻辑必须在以下高度特殊条件下才能得到充分表达：学界缺

乏公正且有判断力的守门人，评价体系过度注重指标性考核，各级管理者出于各种原因选择眼开眼闭甚至庇

护，抄袭有可能拿到各种切实的好处，等等。正是在这些条件的支撑下，这类因果链条才得以持续运作。基

于上述观察，笔者将这类对环境高度敏感的因果关系称为 “特殊机制”，并将特殊机制在社会生活中大量存

在且占据重要位置的现象称为 “末梢重”。

（五）从结构机制关系理论到智人性概念

但是，尽管 《结构机制解释和宇宙大爆炸之后结构机制关系的变化》一文汇集了笔者自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
末以来逐步形成的相关观点③，点明了智人的正反馈性、回路性、特殊性和末梢重特征，但却并没提出 “智

人性”这一概念。而 “智人性”概念的提出，还依赖于以下两个推力：一是近年来国际学界的相关发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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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２０２４年夏天笔者参加威尼斯一个会议后的感受。
首先，是国际上发表的相关成果。近年来，一类并非旨在揭示和解释人类社会在欧亚大陆不同地区发展

形态差异，而是试图考察人类在地球上的整体性发展和命运的书籍逐渐增多。① 从学术角度看，这体现了学者

对人类与人类文明进行整体性理解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ｚｉｎｇ）———即从整个人类在地球上的命运这一视角出
发来理解历史———的兴趣在日益增长。从现实角度来看，这也反映出人类愈发迫切地意识到地球在不断 “变

小”，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所面对的各种不确定性也在加剧。这些著作各有千秋，在理论和

经验层面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但同时也都带来了各种启发。

在这些书中，笔者较为看好的是沃尔特·沙伊德尔 （Ｗａｌｔｅｒ Ｓｃｈｅｉｄｅｌ）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ｅｖｅｌｅｒ。② 该书强调，
不平等是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并且在任何社会都只会随着承平日久而加剧。从长时段历史来

看，由战争、革命、国家崩溃和瘟疫所带来的大规模冲击，才是拉平社会不平等的最大动力。相比于那些把

人类社会从小群体形态朝着大社会形态迈进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死胡同 （ｄｅａｄ ｅｎｄ）式的发展形态看作是早期
人类社会的 “制度实验能力”的体现，并据此提出 “既然过去并非注定，现代社会同样可以重新想象与设计

政治与社会制度”这种既天真又似是而非观点的学者而言③，沙伊德尔的理论显示出一位优秀学者的现实感。

此外，对笔者而言，沙伊德尔的观点还隐含着一个与笔者提倡的道家时间暗相契合的史观：每一次历史循环

的表象 （如战争、革命、国家崩溃或瘟疫）以及其深层原因 （即导致战争、革命、国家崩溃或瘟疫出现的原

因）都不尽相同。这与笔者的观点暗合。④

在这些著作中，与笔者理论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尤瓦尔·赫拉利 （Ｙｕｖａｌ Ｎｏａｈ Ｈａｒａｒｉ）的 Ｓａｐｉｅｎｓ：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ｋｉｎｄ。⑤ 赫拉利开篇就提及宇宙大爆炸、地球的形成以及生物世界的形成，虽只是一笔带过。
他随后直接进入了所谓的三大重要革命，即大约 ７万年前的 “认知革命”、大约 １ ２万年前的农业革命，以及
近几百年来的科学革命。与笔者相似，赫拉利也将人类社会不同于其他直立人的发展形态归结为智人的某些

特性。但在赫拉利的笔下，人类之所以能够从众多物种中脱颖而出，在于智人具备创造并共同相信 “虚构秩

序”的能力，从而使得大规模、跨血缘的合作成为可能。赫拉利最后指出，农业革命、国家形成和现代化虽

然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与控制自然的能力，却往往以个体自由、生活质量和生态平衡为代价。随着人类获得

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力量，开始系统性地改造生命与自身存在，这一过程反而可能导致 “智人”这一物种本身

的终结。这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在一个由人类自己创造却未必能掌控的世界中，能力的增长究竟意味着什么。

笔者与赫拉利的理论相比，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不同。

第一，赫拉利所提出的人类创造 “虚构故事”的能力，大致相当于笔者强调的回路性。但回路性还强调

了如下立场：“虚构”的故事可能接近现实，也可能纯属胡扯，但无论其真实性如何，其后果都是极其真实

的。更进一步，如果某种近乎无中生有的 “虚构”出自手握重要资源的社会行动者 （如美国总统），或产生

于某种特殊的社会结构条件之中 （例如谣言在缺乏共同价值观与信任结构的环境中大肆传播），它便会产生

重大的现实后果。

第二，在赫拉利看来，智人与其他动物的关键区别在于虚构故事的能力。在笔者的理论中，正反馈性、

特殊性、末梢重，以及小群体生物本质和大群体社会现实之间的张力也是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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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为赫拉利所忽视。

第三，赫拉利的叙事起点是智人的 “认知革命”，而笔者的理论则将起点追溯至地球形成的一刻。如果

不了解结构—机制关系在地球形成之后的演化过程，我们便无法真正理解智人性的来源。更重要的是，从地

球形成后结构—机制的变化规律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球上所生成的机制不断在往更加特殊 （ａｄｈｏｃ）
的方向演进，生物世界似乎一直在试图突破达尔文机制的约束，以获得某种在演化意义上的正反馈能力。其

他直立人 （特别是尼安德特人）也似乎一直在试图获取回路性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智人性的出现似乎

有某种历史必然性。人类获得了智人性，仿佛是在完成冥冥之中的物质发展的使命。

第四，与赫拉利一样，笔者也对人类的前途感到忧虑。不同之处在于，由于智人的五个特性的共同作用，

笔者认为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尤为严峻。

说到这里，笔者不得不指出西方学术中那种片面而深刻的思维方式所具有的力量。赫拉利从人类虚构故

事的能力这一单一视角出发虚构出一部 “人类简史”，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显示出他对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

力量的性质仍然缺乏深刻了解。① 然而，视角的片面性使得赫拉利能够高效地筛选、罗列并组织有利于其论点

的证据。加上赫拉利把握住了当下普遍存在的焦虑，以及其高超的虚构故事的能力，赫拉利在吸引广泛读者

的同时，也给笔者这样持审慎态度的读者带来了刺激。事实上，笔者对赫拉利著作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也

同样适用于近年来西方出版的类似著作。不过，笔者也不得不坦率地承认，西方学者这种围绕片面深刻的视

角进行议题设置、概念提炼与结构化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收集证据和展开叙事的能力，在整体上确实优

于国内绝大多数优秀学者。对笔者而言，赫拉利的著作以及其他类似著作所带来的刺激，促使笔者进一步提

炼和深化其所提出的 “宇宙大爆炸后结构—机制发展规律”理论的意义。

（六）威尼斯会议

２０２４年 ６月，笔者在威尼斯参加了由博古睿研究院 （Ｂｅｒｇｇｒｕｅ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举办的行星形而上学学术讨论
会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ｕｍ）。会议的发起者提出了 “行星形而上学”这一概念，并试图将其与盖亚

理论 （Ｇａｉａ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和人类世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理论建立联系。会议的组织方如是说：人类对于自己的理
解经历了三次去中心化的过程：哥白尼的日心说标志着第一次去中心化，将地球从宇宙中心的位置移开；达

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代表第二次去中心化，将上帝从造物主的位置上移开；行星形而上学视角的兴起则象

征着第三次去中心化，它不仅取消了人类作为衡量万物尺度与主宰者的地位，也承认人类并非根本不同于自

然或独立于自然，并且人类才刚刚开始理解自身与行星系统之间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

行星形而上学的提出者声称，他们所针对的是如下的现实：在政策层面，迄今为止，多数旨在构建共同

未来的政治努力，都聚焦于享有权利的个人、其所属的民族国家，以及为协调国家间关系而设立的多边机构。

这一制度架构无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疫情风险、生物多样性的锐减、太空垃圾、海洋塑料污染等全球性治

理挑战。这些问题虽皆由人类活动引发，但建立在以人类为中心的既有政治和社会结构之上的制度安排，已

经不足以为这些挑战提供解决方案。我们亟须一套全新的治理思路，即一种面向行星尺度的治理模式。

显然，行星形而上学的提出者，与近年来的那些思考人类社会整体发展和人类命运的学者，在问题意识

上形成了某种共鸣。足见人类所面临的危机，以及传统的缓解手段的不足，已经引起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重

视。然而，尽管行星形而上学概念有助于改变思维方式，其提出者并未进一步界定人类和人类社会的一些本体

性特性，从而未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人类所面临问题的严峻性，以及缓解这些问题的难度所在。与此同时，会

议的参加者试图从宗教和儒家伦理、身体理论、女性主义、精神圈 （ｎｏｏｓｐｈｅｒｅ）等角度介入行星形而上学的讨
论，仿佛这些传统的、对人类本性的理解相当简单和老旧的宗教 ／哲学体系，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思想资源。

笔者注意到，盖亚理论是行星形而上学讨论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也是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然而，

与会者似乎并未充分意识到如下的严峻现实：盖亚理论的核心在于强调，地球生物圈与大气、海洋、岩石圈

等无机环境通过复杂的负反馈机制相互耦合，形成一个在行星尺度上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动态系统，从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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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时间尺度上维持了适宜生命存在的温度、化学组成与气候条件。然而，智人却是一个以正反馈机制为主

导的物种。因此，从盖亚理论的视角来看，智人仿佛是生物圈中生成的一个 “恶性肿瘤”。当然，将智人比

作生物圈中的恶性肿瘤，某种程度上夸大了智人在生物圈中的地位：恶性肿瘤所产生的正反馈机制能够摧毁

一个人的身体，而智人所制造的正反馈机制最终可能摧毁的，更多是其自身的生存条件。就地质时间尺度而

言，智人的活动更可能对生物圈造成剧烈但有限的扰动，而未必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毁灭性转折。毕竟，人类

在地球上的存在尚不足 ３０万年，而地球预计仍将存在数十亿年。
总之，虽然威尼斯会议的议题极为重要，与会者的思维方式却很传统。这便引出了一个问题：尽管与会

者对人类所面临的危机具有基本共识，但相关讨论往往停留在某种 “诗意公正”（ｐｏｅｔｉｃ ｊｕｓｔｉｃｅ）的层面，与
问题的现实性及其严峻程度之间存在脱节。

笔者在会议上提交了一篇从地球结构—机制关系演化角度探讨人类困境的报告，但该报告并未在会议中

引起明显反响。这促使笔者进行反思，并逐渐意识到那篇会议论文仍存在三个不足。第一，文章过多受到笔

者此前发表的关于地球结构—机制关系发展模式论文的影响，沿用了其中关于中国的例子，从而在一定程度

上稀释了会议论文的主旨。第二，尚缺乏一个能够概括人类出现之后地球结构—机制关系发展新趋势的核心

概念，这直接促使笔者在后来提出 “智人性”这一概念。第三，笔者的会议论文的基调 “过于暗黑与愤世嫉

俗”（ｏｖｅｒｌｙ ｄａｒｋ ａｎｄ ｃｙｎｉｃａｌ），可能会因让人看不到希望与出路而缺乏共鸣。因此，笔者逐渐萌生了提出一种
“可行的乌托邦”（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ｕｔｏｐｉａｎ）理论的想法，并尝试在 “智人性”的视角下，对既有哲学与社会科学的

思想框架和方法体系进行重构。

可以说，正是在近年来的社会与知识环境的持续刺激下，笔者对自己四五十年来的相关思考进行了系统

整理与提升，提出了 “智人性”这一概念，并指出：任何关于当代人类困境及其缓解路径的讨论，都必须以

“智人性”为理论起点。

（七）智人性缓解方案初探

在本文的最后部分，笔者简要探讨面对智人性及其可能造成的危害时，人类曾经采取过的一些重要缓解

方案，这些方案有什么弱点，以及什么才是 （至少是在逻辑上）更为有效的替代方案。

在笔者看来，以往任何针对智人性的缓解方案大体可以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试图给正反馈主导的人类

社会，引入具有自我稳定功能的负反馈机制。然而，面对强大的智人性，人类引入负反馈机制的努力不仅往

往显得乏力，而且在社会权力高度不均衡分布的条件下，还可能引发各种负面的非企及后果。因此，一个至

少在理论上更为合理、或许也是挽救人类唯一可能路径，并不在于试图改变智人的正反馈性、回路性、特殊

性与末梢重等本性，而是在承认这些本性的前提下，利用它们所带来的技术成果，努力缓解人类社会在权力与

资源方面的高度不均衡分布———因为后者并非智人的本性。通过削弱这种结构性不均衡，或许可以减轻智人本

性所带来的不可能改变的破坏性后果。借用宋儒的话来说，这一策略可以概括为 “存天理，去权欲”。在展开这

一构想的要义之前，笔者将首先对传统的那些旨在为智人社会引入负反馈机制的缓解方案之弱点，作简要分析。

价格机制能够有效配置资源、调节供需关系，因而形成一种重要的负反馈机制。价格机制之所以对人类

社会具有特殊重要性，在于其运行逻辑与人的趋利避害本性高度契合，无需压抑人性便可自发运作，因此具

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也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将价格机制视为具有高度正面价值的社会机制的重要原因。

问题在于，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完全依赖价格机制，便可能导致产能过剩、经济危机、贫富差距扩大、

环境破坏，甚至社会动荡。

法律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另一类重要负反馈机制，但法律同样可能产生负面效应。这是因为任何法律都不

可避免地带有倾向性，也存在忽视与漏洞。而这些倾向、忽视和漏洞，往往会被掌握权力的行动者用来维护

自身利益。在社会权力高度不平等的条件下，各种在法律框架之内以权谋私的行为，其负面后果可能被进一

步放大。

多党代议制民主 “让野心制衡野心”的制度设计，也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一套重要负反馈机制。然而，其

有效运行依赖于三个较为严苛的社会条件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三个政治条件。这三个社会条件包括：（１）发达
的社会中层组织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２）中层组织之间高度复杂且相互交织的利益与认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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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ｏｓｓｃｕｔ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３）社会群体在经济收入与思维形态上呈现 “中间大、两端小”的相

对正态分布。与之相应的三个政治条件是：（１） “忠于反对”，即执政党与反对党在根本价值上保持共识；
（２）选举失利的一方愿意和平交权；（３）胜选一方不会在胜利后改写政治游戏规则。问题在于，这些前提在现
实世界中往往难以长期维持。一旦上述社会条件出现大问题，社会就会严重撕裂，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便很难继

续共享基本价值共识，这时候就可能出现对代议制民主具有很大破坏性的 “非忠于反对”。历史上，希特勒正是

通过民主选举上台，但他随即终结了魏玛时期的多党民主制度。即便是在美国这样历史悠久的代议制民主国家，

特朗普在 ２０２０年败选后的各种行为，也对维持代议制民主正常运行所依赖的上述政治条件造成了严重冲击。
宗教是人类创造的另一类负反馈机制，它有助于道德社区 （ｍｏ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的形成，并且能压抑人的

具有正反馈性的无限膨胀的欲望。但是，宗教领袖往往掌握着强大的象征与说服力量，宗教组织制度也带有

不同程度的强制力。而且，宗教能借用国家力量来做大自己，国家也能利用宗教进行主流价值观整合。正是

由于这些特性，宗教在历史上曾为社会不平等的扩大提供过重要支撑。同时，不同宗教组织之间基于教义、

资源或权力而产生的竞争与冲突，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都可能成为压制、冲突、控制与主宰的重要来源。

集体记忆也是人类创造的一类重要负反馈机制，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避免重蹈覆辙。然而，不同个体在

性格、处境与价值观方面的差异，会导致他们对 “过去”形成不同的理解与记忆。如果此时试图让所有人记

住同一个 “正确”的版本，强制就必不可少；而一旦动用强制，集体记忆几乎难以避免出现重大偏差。此

外，记住与亲身经历毕竟是两回事。我们或许可以让下一代记住过去，却无法控制他们如何理解这些 “过

去”。是否可以通过多种集体记忆在思想舞台上的自由竞争，使较为合理的记忆版本胜出？这一设想固然理

想，但未免有些天真，因为我们难以避免 “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在思想领域同样发挥作用。在历史记忆问

题上，人类更像是一只追逐自己尾巴的短尾巴狗，不断在这样一种循环中打转，却始终追不上自己：忘记意

味着背叛，记住意味着误读，多元意味着遗忘。

道德哲学也是人类创造的一套重要负反馈机制。各种道德哲学都试图为 “好社会”提供某种基础与可能

性，并为人类提供希望与规范性的指引。然而，道德哲学往往存在一个共同弱点：由于对智人诸多特性的理

解相对浅显，其关于人性的假设以及对 “好社会”基础的设定，常常过于简化甚至天真。在此基础上展开的

社会实践，不但可能难以持续，甚至有时可能酿成严重后果。

各种负反馈缓解方案都存在明显弱点，而 “智人性”本身又根本无法改变。这就带来了一个更为严峻的

问题：在如此不利的结构条件下，在人工智能、互联网、生物技术、核武器以及其他各种尖端科技加速性冲

击的背景下，我们是否还有可能建构一个可持续的社会？笔者的回答是：可能性不大，但并非完全没有。这

种微弱的可能，恰恰来自一个关键的结构性洞见：虽然人类无法改变自身带有某种 “自然法”意味的物种本

性，但这些本性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并非恒定不变，而是受到某些结构和机制的制约。其中最重要的

一条原理是：社会权力分布越不均匀，智人性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就会越严重。权力越集中，正反馈机制越容

易失控，回路效应越容易放大，末梢性行为越容易主导社会，小群体偏好也越容易凌驾于整体命运之上。

正是这一点给了笔者启示：与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不断设计各种复杂的负反馈机制上，不如把重点转向

一个更为根本的层面———降低社会权力的不均匀分布。换言之，问题的关键或许不在于如何修补后果，而在

于如何重塑权力结构本身。

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仅提出若干纲领性原则。可以看出，这些原则的共同指向，是促进社会权力的相对

均衡分布：（１）弥散性的社会力量必须能够对集中性的国家权力形成有效制衡；（２）区域性国家权力应大幅
收缩；全球治理能力则应有所增强，但仅限于少数关键性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３）军事力量应尽可能转向
警察化职能，仅维持最低限度的公共安全；（４）市场机制必须嵌入以环境可持续性与社会公平为优先目标的
制度框架之中，而非相反；（５）随着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的替代加速，人类的竞争性冲动应更多转移至社会外
部性较低的领域，如体育、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健身、游戏、旅行等；（６）即便在这些相
对 “低风险”的领域，也应有意识地鼓励社区尺度的声誉分布，而非塑造跨社区的超级明星结构。在这一理

想模型中，任何有利于产生高度集中的象征性或实质性权力结构的制度环境———无论是 “大政治家”、“大企

业家”、“大宗教领袖”、“大知识分子”、超级明星或顶级网红———都应受到制度性约束。归根结底，这一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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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可以浓缩为一句话：反对一切形式的权力过度集中。

读者或许已经察觉，笔者所勾勒的，其实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构想。但这并非那种试图通过压制欲望或重

塑人性的道德乌托邦，而是一种在承认 “智人性”不可改变前提下所进行的结构想象。在这一设想中，每个

社区的人口规模大致维持在数十万至数百万人之间。规模过小会造成多样性不足，难以满足成员在文化、职

业与生活方式上的多元需求。社区内部关系紧密，形成有机的社会互动网络；而社区之间则保持相对松散的

联结，从而避免跨区域权力与声誉的过度积累。在这样的结构中，个体或许可以成为社区层面的公共人物，

却难以成为覆盖多个共同体的超级明星。人工智能承担绝大部分生产与组织功能，生存问题不再构成人生的

核心焦虑，自我实现转而成为个体存在的主要任务。政府依然存在，但其正当性仅限于极少数关键公共品的

提供；其余事务则交由技术系统与自治机制完成。权力的存在不再以支配为逻辑，而以最低限度的协调为

目的。

这样的社会形态几乎不可能在现实中完整实现。但作为一种 “极限图景”，它具有方向性的意义。它并

不试图压制智人性，而是通过空间尺度、权力分布与技术配置的重组，使智人性冲动无法轻易积累为系统性

灾难。因此，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理想社会，而是一种 “可实现的乌托邦”（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ｕｔｏｐｉａ）：它不以压抑人
性为代价，而以约束权力结构为核心。在技术加速与物种本性双重压力之下，这或许是人类避免走向自我毁

灭的少数存在论路径之一。

三、讨论

在既有的关于物质的结构机制关系理论范式中，除达尔文进化论之外，绝大多数理论都在时间维度上呈

现出相对静态的特征。例如，基本粒子理论、元素周期律、蛋白质结构理论以及 ＤＮＡ双螺旋结构理论，揭示
的是物质的结构与机制之间各种相对稳定对应关系，而不是跨越长时段的演化逻辑。它们解释 “是什么”，

却并不直接回答 “如何在时间中生成与积累”。达尔文进化论是一个例外，因为它将时间、结构与机制的关

系结合为一个演化过程。然而，达尔文理论的适用范围主要限于生命领域。本文所提出的结构机制关系演化

理论则试图进一步推进这一思路：不仅涵盖生命演化，而且将时间视野扩展至前生命时期的物质结构，以及

智人出现之后的社会—物质互动规律。换言之，它试图在同一框架下整合物质结构、生命形态与智人社会动

力学。

这一理论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动力学表达式，但其意义并不依赖于形式化完成度，而在于它所揭示的各

种结构性规律。它所呈现的，不是单一领域的补充性发现，而是一种潜在的范式重组：将自然规律与社会规

律置于同一连续谱之上，将物质演化与智人性所带来的正反馈性、回路性、特殊性、末梢重与权力结构变化

纳入同一分析框架。

在社会科学领域，关于人性的预设往往隐含于理论结构之中，却很少被系统地加以理论化。许多社会科

学视角———例如线性史观、结构功能主义和国家主义———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实践之所以陷入误区，其根源

并不在方法或技术层面，而在于其对人性的基本假设存在严重偏差。因此，一旦 “智人性”理论在社会科学

领域获得充分讨论，它所带来的影响将不仅限于理论修补层面，而是触及了学科的本体前提。它既会对人类

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基础学科产生重构性压力，也必然会对法律、管理学、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

等专业领域的理论建构与制度实践产生实质性的冲击。

同样，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体系背后，都包含某种关于人性的设定。然而，这些设定往往趋向于单机制

化或规范化处理，将人性简化为理性主体、道德主体或欲望主体。与之相比，本文提出的 “智人性”理论强

调多机制并存、相互强化且不可化约的结构张力。如果这一模型进入哲学讨论的中心位置，它将迫使各个哲

学流派重新审视其本体论与认识论前提。

从这个意义上说，智人性理论的潜在意义，不仅在于补充既有知识，而在于重新界定理论建构的出发点。

它试图引发的，不是某一学派的扩展，而是具有根本性的看问题方式的转换。

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如果本文的主要论点成立，那么为什么近代以来屡屡出现诸如以下这些具有强大

说服力的理论，它们不断宣称理想社会是可能的，或者至少断言历史正沿着某种 “更好”的方向不可逆地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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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历史终结论①、理性化 ／官僚化不可逆趋势理论②、启蒙进步叙事③、世俗化理论④、后现代社会理论⑤、世

界社会理论⑥、和平趋势论⑦、全球化不可逆整合论⑧。换言之，如果 “智人性”所揭示的是一种结构性的限

制，那么为何以上这些 “理论”能够反复获得广泛认可，并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近乎压倒性的解释力？对

此笔者总结出三个原因。

第一，智人作为一种回路性的物种 （ｌｏｏｐｉｎｇ ｋｉｎｄ），天然具有对理想秩序的构想能力与规范性冲动。因
此，智人在解释历史时，倾向于将各种正反馈机制所带来的阶段性繁荣与秩序稳定，误读为具有普遍性与必

然性的历史规律；而将由同一机制所引发的危机与崩溃，解释为偶然的、可修正的偏差。换言之，智人的认

知结构本身强化了对进步叙事的偏好。

第二，正如前文所述，人类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明宗教、道德哲学、法律、多党民主、市场经济以及历

史记忆等负反馈装置，以对冲正反馈机制的失控风险。尽管这些尝试从根本上无法压倒智人正反馈性的结构

动力，但它们确实能够延缓危机的爆发周期，降低崩溃的即时烈度，并在某些历史阶段制造出持续性的秩序

假象。正是这种延缓效应，使人类误以为结构性风险已经被缓解甚至克服，从而不断强化对理想社会 “渐进

实现”的信念。

第三，历史经验进一步加固了这种乐观倾向。智人性在漫长历史中屡次引发灾难，但人类社会迄今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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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终结论之所以在冷战结束后显得格外有说服力，是因为它把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在特定历史时刻的制度性胜利解释为世界历史

演化的终点或收束点，从而将阶段性的地缘政治结果叙述为一种长期的、方向明确的政治进步趋势，并暗含 “更好秩序不可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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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化与官僚化理论之所以经常呈现 “不可逆”的历史图景，是因为它强调计算、规则与组织化治理在资源动员与统治效率上的优

势，从而使理性化看似具有压倒性的适应性；一旦把现代组织能力理解为竞争筛选的结果，理性化就容易被叙述为持续推进、难以

逆转的结构过程，并将现代社会的扩张解释为一种必然性的 “制度胜出”［Ｗｅｂｅｒ牞 Ｍａｘ牞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牶 Ａｎ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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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进步叙事之所以在近代反复出现，是因为科学技术成果具有可见的累积性与可复制性，使 “知识增长→福祉改善”的链条看上
去具有自我强化的趋势；当科学被理解为持续纠错并不断增益的制度系统时，社会进步便容易被推导为总体向好、长期上升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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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世俗化理论之所以长期具有解释优势，是因为它将现代化过程 （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扩张与理性化）理解为单向度、累积性

的结构变迁，并据此推导出宗教理论将不可避免地衰退；这种理论在经验判断之外往往还携带一种规范性现代性叙事，使 “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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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会从强调秩序、安全与物质保障的 “生存型价值”转向强调自由、参与宽容的 “自我表达型价值”；由此，价值变迁被描述为

一种由结构条件驱动并通过代际替换不断累积的过程，从而容易呈现为不可逆的现代性提升与民主巩固趋势 （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牞 Ｒｏｎａｌｄ牞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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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社会理论之所以呈现出明显的 “不可逆趋势”色彩，是因为它强调全球规范与制度脚本对国家与组织的持续塑形作用：教育、

人权、环境、治理等领域的制度形式会在国际组织与跨国网络推动下不断扩散并趋于同构；在这一叙事中，全球整合被理解为结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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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化、商业互赖与人道主义规范增长的综合结果；在这种框架下，和平被理解为现代制度与文明化进程的累积性产物，从而叙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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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不可逆论之所以具有直观说服力，是因为跨境资本、商品、人口与信息流动的扩张高度可见，并且常被解释为技术革命与制

度安排共振的结果；在这种框架中，世界被描绘为持续走向整合的互赖体系，从而把阶段性的开放与扩张叙述为长期结构趋势，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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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人性与加速问题：迈向哲学与社会科学的新本体框架

灭绝，反而在每一次大规模动荡之后完成某种形式的秩序重建，呈现出 “乱—治—再乱—再治”的循环格

局。这种幸存事实，为进步主义、浪漫主义乃至历史决定论提供了持续的心理与思想资源。

然而，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时代条件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全球人类社会的高

度整合以及科技能力的指数级提升，使智人正反馈性的收益与风险同时放大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人工智能等

通用型技术的迅速突破，可能已经将人类推至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阶段的临界状态———一个不再保证

“崩溃之后仍可重建”的奇点时刻。① 如果此前的历史循环为乐观主义提供了经验基础，那么当下的技术结构

和其发展速度则正在削弱这一经验的适用性。问题不再是我们是否会经历下一次动荡，而是这一次动荡是否

仍然允许人类社会完成下一轮重建。

笔者最后必须指出：人类历史本身或许并不存在某种预设的终极目标，也不存在一条线性展开的必然阶

段序列。然而，如果我们把视野拉长至地球形成以来结构机制关系的整体演化过程，则会发现，宇宙物质的

发展似乎呈现出某种带有目的论 （ｔｅｌ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意味的阶段性展开。从无机结构到生命形态，从一般生命形态
到智人，智人性的出现似乎并非偶然，而是物质复杂化过程中的一个内在结果。

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么人类所面对的就不仅是政治选择或制度安排的问题，而是一种深植于宇宙演化

逻辑与人类本性之中的结构性命运。正反馈、回路效应、特殊性、末梢重和权力高度集中，并非纯粹历史偶

发，而是物质演化在智人阶段的必然表现。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解决方案———包括本文所提出的 “可实现

的乌托邦”路径———都无法保证成功。我们甚至必须承认，它们很可能在更大的结构力量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这意味着，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或许已经超出了人类理性与制度能力所能从容应对的范围。然而，正因为它

关乎人类整体的命运，我们不能以难以想象为借口而停止思考，也不能以难以实现为理由而放弃行动。

（责任编辑：朱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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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

① 此处所谓奇点时刻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ｍｏｍｅｎｔ），指的是在工业资本主义推动的技术加速与规模扩张的基础之上，人工智能等通用型技术的
能力出现了跃迁式增长，从而使人类社会进入一个高度不确定、难以回退且制度—伦理—治理框架普遍滞后的临界区间：既可能带

来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提升与知识创造能力，也可能通过 “正反馈”机制 （如自动化替代、信息操控、军备竞赛与权力集中）大规模

放大系统性风险 （Ｋｕｒｚｗｅｉｌ牞 Ｒａｙ牞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Ｉｓ Ｎｅａｒ牶 Ｗｈｅｎ Ｈｕｍａｎｓ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ｙ牞 Ｎｅｗ Ｙｏｒｋ牶 Ｖｉｋｉｎｇ牞 ２００５）。


